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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资本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基于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数据的实证分析

□ 徐旻霞，郑路

摘要： 社会经济地位与健康不平等的关系是社会分层领域的重要话题。 本研究对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年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主观阶层认同越低，出现阶层认同向下偏

移的概率越大；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产生阶层向下流动感知，预期未来阶层会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
上述结果在使用工具变量法和倾向得分匹配法控制内生性后依然显著成立。 中介效应表明，健康资本

会影响居民及其家庭的劳动力供给、收入和消费，显著改变居民的家庭收支平衡和生活满意度，进而影

响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 异质性分析显示，健康资本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在女性和 ４５ 岁

及以上的群体中更加突出。 本研究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视角揭示了健康资本对社会分层和社

会流动的重要影响，拓展了健康不平等的研究视野，对健康中国的建设也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关键词： 健康资本；主观阶层认同；阶层认同偏移；阶层流动感知；阶层流动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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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提出

健康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推动中国经济社会进步的基础条件。 随着中国工业化

和城镇化的不断推进，自然生态环境和居民生活方式都发生巨大变化；同时，人口老龄化进程也在加速，
给中国居民的整体健康水平带来多重挑战。 《“健康中国 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指出，要不断普及健康

生活，优化健康服务，提高居民整体健康水平。
现有研究发现，中国居民的健康不平等现象较为严重，不同社会阶层群体的健康状况存在系统性差

异［１］。 近年来，大量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对中国居民健康不平等的现状、产生原因和作用机制进行了深

入探讨，主要从居民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出发，考察收入［２］、教育水平、职业类型［３］，以及这些特征导致

的生活方式、健康素养［４］、社会资本［５］、环境污染规避程度［６］、医疗资源和医疗服务可得性［７］、社会养老

保险和社会医疗保险参与度等方面的差异对居民健康状况的影响［８］。 在这一系列研究中，居民的社会

经济地位被视为导致健康不平等的“根本性因素”。 还有研究关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带来的数字

鸿沟以及生命历程视角下的早年不幸经历等其他因素的作用［９］［１０］，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健康既是社会分层的结果，同时也可能是影响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的动力因素。 常言道：“身体是

革命的本钱。”强壮的身体和健康的体魄是个体追求和获取社会地位的根本性支撑，深刻影响着个体的

生活机遇和地位获得能力，也因此，越来越多的研究将健康视为劳动者重要的人力资本之一，称之为健

康资本。 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载体，也是其他各类人力资本存在的基础和发挥效能的前提［１１］。 关于

健康资本对个体客观社会阶层地位的影响，健康选择论认为，健康资本是人们在劳动迁移和社会流动过

程中的重要筛选机制之一［１２］，健康投入是影响阶层流动和阶层再生产的关键因素，健康状况越好的居

民，向上流动的机会更多，进而能在社会分层体系中占据优势地位［１３］。 值得注意的是，社会阶层既是一

种客观的分层结构，也是一种主观的社会建构，客观的社会分层体系并不代表形成了一致的群体认同和



■
■

■

第 ３７ 卷 第 ６ 期■■■■■■■■■■■■■■■
■■■■■■
总第一八四期

■
■

■
■

■
■

■

８９　　　

■■
■■
■■
■■
■■
■■

■■
■■
■■
■■

■■■

阶层意识，个体能够通过主观阶层认同发挥出对社会阶层的重构能力［１４］。 因此，既有研究多从客观阶

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这两个方面来综合考察个体的阶层位置和整体社会结构，并强调主观社会经济

地位感知的重要性。 但是，对于健康资本对个体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既有研究却鲜有关注，
那么，居民的健康资本是否也会影响其主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如何影响？ 这种影响在不同群体之

间又会有何差异？
为尝试回答上述问题，本研究采用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７ 年数据，深入探索健康资本与中

国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之间的关系。 本研究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视角考察健康资本对

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影响，有助于弥补现有文献的不足，同时也拓展了社会分层和健康不平等的

研究视野。

二、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健康资本的内涵与发展

健康是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元素。 美国经济学家 Ｓｃｈｕｌｔｚ 首次提出了人力资本的概念，包括劳

动者的教育、技术水平、工作能力和健康状况等，他认为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的主要原因，教育

投资、健康投资和技能培养等人力资本投资具有极高的回报率，在社会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１５］。 之后，
Ｍｕｓｈｋｉｎ 正式提出将健康作为人力资本的组成部分，和教育一起并列构成人力资本的两个核心要素，并
提出健康导致死亡、残疾与衰弱的 ３Ｄ（Ｄｅａｔｈ，Ｄｉｓａｂｉｌｉｔｙ，Ｄｅｂｉｌｉｔｙ）框架［１６］。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Ｇｒｏｓｓ⁃
ｍａｎ 正式提出了健康需求理论模型，他认为健康资本与知识、工作技能等其他人力资本不同，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和个体年龄的增长而出现贬值和折旧，需要通过不断投资生产健康的要素（医疗卫生、生活环

境等）来保持健康存量，减缓健康资本的流失速度［１７］。 后续的大量研究基本沿着这一脉络，深入探讨了

健康资本对于国家经济增长和个体收入分配的作用。 在微观层面，从劳动供给、劳动生产率、储蓄投资

和人口生育率等方面研究个体的健康资本对其经济产出和劳动报酬的直接效用［１８］，在宏观层面，将人

力资本要素纳入经济增长模型，估算健康资本对经济发展的作用［１９］，同时不断优化健康资本存量和健

康资本折旧率的理论模型［２０］。
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关于健康资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经济学领域。 在“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和人

口老龄化的社会背景下，健康问题的重要性日益突显，健康对于个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影响也在逐渐增

强，因此，对健康资本问题进行社会学的研究也具有重要性和必要性。 本研究考察健康资本对居民主观

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也是对现有研究的补充和完善。
（二）健康资本与主观阶层认同

主观阶层认同是指个体对自己在社会结构中所处位置的感知和判断。 现有研究对中国居民的主观

阶层认同进行了全面、深入的讨论，发现中国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和主观阶层认同之间存在一定的偏

差，包括向上偏移和向下偏移，并且向下偏移的趋势更强［２１］。 阶层认同向下偏移是指居民的主观阶层

认同低于其客观阶层地位，表现出个体参照相关的社会阶层群体进行比较之后产生的相对剥夺感，代表

着居民对于自身社会阶层地位的不满足、负面评价和消极体验。 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既与居民现实中

客观的社会经济地位（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类型等）直接相关，也受到其他诸多社会经济因素的复杂

影响，例如宏观层面的户籍制度、经济发展水平、贫富差距、社会保障水平、公共服务供给，以及微观层面

居民的工作自主性、住房资产、互联网使用情况和社会资本等［２２］。 此外，居民的社会态度如社会公平

感、机会感和主观幸福感等也会对其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响［２１］。
但是，上述关于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研究忽视了最基础、也是最根本的健康因素。 一方面，现有研

究表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城镇居民，健康水平越高，且这种健康优势具有累积效应，即长期处于

社会优势阶层的群体会有更好的健康表现［２３］。 换言之，健康能够综合体现个体长期的营养状况、饮食

习惯、居住环境、医疗保健资源、经济水平、生活方式和社会交往，是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在身体素

质层面的具象化［１］。 另一方面，健康是个体人力资本的基础和载体，代表着个体潜在的劳动力供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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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竞争能力。 因此，健康所代表的象征性地位是居民的社会阶层与生活机会的外部符号，对塑造居民

的阶层认同有重要影响，这种影响还会随着居民健康意识的提升而不断增强。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高，主
观阶层认同也会越高，而健康资本减弱时，即便客观条件符合了特定的阶层指标，居民也可能会低估自

己的社会阶层。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的假设：
　 　 假设 １．１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低，主观阶层认同越低。
　 　 假设 １．２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低，出现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越大。
健康资本通过客观机制和主观机制共同影响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 客观层面，健康资本直接影响

着居民及其家庭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 家庭的经济条件包括收入和支出两个部分，从收入来看，在市

场经济体制下，人力资本是决定个体资源获取和生活机遇的首要因素，而健康资本是人力资本的核心。
健康资本关系到居民的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直接影响着居民的工作机会、职业选择和劳动报酬，与
居民的职业发展和收入水平息息相关。 高经济回报的职业往往伴随着高强度、高压力的工作，通常只有

健康资本较高的个体才能胜任，而疾病的冲击会显著降低居民的劳动参与率、参与时间和参与强度［２４］。
健康资本较低的居民，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难度更大，局限更多，只能承担相对轻松、简单的工作，薪资收

入也相应更低。 张川川基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ＣＨＮＳ）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６ 年数据的实证分析就表明，健
康状况恶化的居民难以进入劳动力市场，同时还需要家人的照顾和陪护，会显著降低其家庭的劳动供给

和劳动收入［２５］。 从支出来看，健康资本关系到居民的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财富积累。 首先，医疗支出

是中国居民家庭支出的重要项目，在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而由健康问题带来的医疗消

费会增加家庭开支，消耗家庭财富。 沈悦和余若涵的实证研究发现，健康状况恶化会显著加重家庭承受

的医疗负担，特别是农村家庭和有负债的家庭［２６］。 疾病是扩大中国居民家庭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２７］，
家庭“因病致贫”和“因病返贫”的现象屡见不鲜，而随着家庭成员健康状况的改善，贫困的发生率会显

著下降［２８］。 其次，在既定的收入和消费水平下，医疗支出会挤压家庭其他类型的消费，降低家庭生活品

质。 李昊等人的研究就发现，老年父母的健康冲击会显著增加家庭的医疗支出，对家庭的教育支出产生

明显的“挤出效应” ［２９］。 综上所述，劳动力供给、收入和财富的减少以及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的改变可

能客观上降低居民的经济条件和生活品质，进而导致其阶层地位认同的弱化，使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有

更大的概率向下偏移。 因此，本研究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 １．３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低，家庭经济生活水平越低，家庭经济条件在居民健康资本与主

观阶层认同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主观层面，健康资本作用于居民的心理认知和生活态度。 首先，健康资本较低的居民，面临着生理

和心理的双重压力，疾病本身会改变个体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对居民的生活态度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
大量的心理学和幸福经济学的实证研究表明，健康资本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３０］，
健康资本越高的居民，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更高，而重大疾病会显著降低个体的主观幸福感和生活

满意度，并且这种影响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３１］。 其次，健康资本较低的居民，可能会在生活中

遭遇更多的社会排斥、社会污名化以及各类生活机遇的不平等［３２］。 王新建的研究发现，中国居民会对

有疾病的社会成员表示出更强烈的社会排斥和社会污名化倾向，与他们保持更大的社会距离［３３］。 这种

社会排斥会恶化疾病患者的阶层体验，增强他们的相对剥夺感和不公平感［３４］。 因此，健康资本越低的

居民，整体的生活满意度越低，而较低的生活满意度会给居民的主观阶层体验和认同带来显著的负面影

响，即便在同等的客观社会经济条件下，生活满意度低的居民也更容易低估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出现

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情况。 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如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 １．４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低，生活满意度越低，生活满意度在居民的健康资本与主观阶层

认同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
（三）健康资本与阶层流动感知

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不但包括对其当下静态的社会经济地位的感知，而且包括对其过去和未

来动态变化着的阶层流动情况的感知。 阶层流动感知可以进一步分为对过去已经发生的阶层流动的感

知和对未来可能会发生的阶层流动的预期；这种感知和预期又分别包括阶层保持不变、阶层向上流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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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层向下流动三类［２２］。
阶层流动感知综合反映居民对自身社会阶层流动情况的主观体验、信心和预期，健康资本不仅影响

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也在塑造居民的阶层流动感知。
首先，如前所述，健康资本的流失可能会减少居民的工作机会和劳动报酬，降低居民的收入和消费

水平，改变居民家庭的消费结构，消耗家庭储蓄，进而降低居民的客观经济条件和生活品质，同时在主观

层面弱化居民的阶层体验，使居民感觉自己的社会阶层在向下流动。
其次，健康是影响个体社会地位获取的重要因素。 研究表明，个体青少年时期的健康状况对其成年

后的社会经济地位有显著影响，健康，特别是早期健康，是阶层再生产和阶层流动的重要渠道［１０］。 社会

经济地位低、健康资本低的居民更容易遭遇健康恶化，而健康水平降低会显著削弱个体的人力资本，在
客观上限制个体的教育机会和职业发展前景［３５］，降低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竞争力和社会地位获得能

力，减少个体的阶层上升渠道，缩小个体的阶层上升空间［１０］。 这种限制不仅影响过去已经发生的阶层

流动，还会导致较长时期内的悲观预期，使居民产生未来社会阶层也会持续向下流动的消极想法。
最后，健康资本的流失会强化居民背景风险中的健康风险，而健康风险会显著影响居民的经济行动

和社会态度。 研究发现，健康风险会增加居民未来可能产生的医疗费用，降低居民对未来经济收入的预

期，继而削弱居民的风险偏好，加强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３６］。 健康是个体实现全面发展和获取社会

地位的根本性支撑，个体的体能、精力和生命长短会直接影响其人力资本的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率。 当

健康风险提高时，居民对于未来的预期寿命、预期劳动时间和预期劳动收入都会下降，对自身社会阶层

的流动状况也更可能持悲观态度，预期未来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的概率会更大。 综上所述，本研究提出如

下的研究假设：
　 　 假设 ２．１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低，产生阶层向下流动感知的概率越大。
　 　 假设 ２．２　 居民的健康资本越低，预期未来阶层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

三、研究方法

（一）数据来源与样本筛选

本研究采用由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进行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ＣＧＳＳ）２０１７ 年数据进

行实证分析。 中国综合社会调查全面地收集了我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居民家庭的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生活和社会态度等方面的信息，每两年进行一次，形成连续性、综合性的横截面数据，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被广泛地应用于科研、教学和政府决策之中。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共收集有效问卷 １２５８２
份，本研究根据变量设置，剔除了关键信息缺失和不可用的 ２４７５ 个样本，最后有 １０１０７ 个信息完整的居

民样本进入本研究的回归模型。
（二）变量测量

１．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被解释变量）有如下四个。
（１）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

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１ 为最底层，１０ 为最顶层）？”，生成由 １ 到 １０ 的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居民的

主观阶层认同越高，反之则越低。
（２）居民的阶层认同偏移。 阶层认同偏移即主观阶层认同和客观阶层地位之差。 主观阶层认同方

面，将 １、２ 编码为“１”（下层），３、４ 编码为“２”（中下层），５、６ 编码为“３”（中层），７、８ 编码为“４”（中上

层），９、１０ 编码为“５”（上层），构建主观阶层认同的五分类变量。 客观阶层地位通过居民的收入来测

量。 首先，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数据计算所有样本居民的平均年收入，然后参考李强和王昊的做法［３７］，将年

收入低于平均年收入一半的居民编码为“１”（下层），将年收入大于等于平均年收入的一半、小于平均年

收入的居民编码为“２”（中下层），将年收入大于等于平均年收入、小于平均年收入的三倍的居民编码为

“３”（中层），将年收入大于等于平均年收入的三倍、小于平均年收入的六倍的居民编码为“４” （中上

层），将年收入大于等于平均年收入的六倍的居民编码为“５”（上层），构建客观阶层地位的五分类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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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用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评级分值减去其客观阶层地位，如果结果小于 ０，说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

同低于其客观阶层地位，存在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现象，编码为“１” （阶层认同下移），否则编码为“０”
（阶层认同没有下移）。

（３）居民的阶层流动感知。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综合看来，您 １０ 年前在社会哪个等级

上？”和“目前在社会哪个等级上？”，用对目前阶层地位的评级分值减去对 １０ 年前阶层地位的评级分

值，如果结果小于 ０，说明居民认为目前的阶层地位低于 １０ 年前的阶层地位，有阶层向下流动的感知，
编码为“１”（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否则编码为“０”（没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

（４）居民的阶层流动预期。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综合看来，您目前在社会哪个等级

上？”和“１０ 年后将会在哪个等级上？”，用对 １０ 年后阶层地位的评级分值减去对目前阶层地位的评级分

值，如果结果小于 ０，说明居民预估 １０ 年后的阶层地位会低于目前的阶层地位，有阶层向下流动的预

期，编码为“１”（有阶层向下流动预期），否则编码为“０”（没有阶层向下流动预期）。
２．自变量。 本研究的自变量（解释变量）是居民的健康资本。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定义，健康是指生理、心理、精神道德和社会适应能力等多方面的完善状况，主

要可分为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两部分。 但是，相较于心理健康，身体健康对居民的教育、职业、劳动力供

给、收入和消费等生活条件和生活机遇的影响更加直接和突出，现有研究在讨论健康资本与健康不平等

的议题时，也主要聚焦身体健康维度。 因此，本研究参考了这一做法，采用身体健康状况来测量居民的

健康资本。 在延伸讨论部分，本研究将进一步考察心理健康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作为补充

和对核心假设的辅助验证。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您觉得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是？”，将选项“很不健康”“比较不健

康”“一般”“比较健康”和“很健康”分别赋值 １～５ 分，生成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居民的健康资本越

高，反之则越低。 自评健康也是目前测量居民的健康状况和健康资本的比较通用和有效的指标。
３．中介变量。 本研究的中介变量有如下两个。
（１）居民的家庭经济条件。 家庭经济条件通过居民家庭的收支平衡情况来测量。 相较于单一的收

入或支出指标，家庭的收支平衡情况能够通过收入和支出的相对比较综合体现出家庭的实际经济条件

和生活水平。 本研究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想一下您家的所有收入，包括所有家庭成员的所

有收入来源，您家保持收支平衡是困难还是容易？”，将选项“非常困难” “比较困难” “既不困难也不容

易”“比较容易”和“非常容易”分别赋值 １ ～ ５ 分，生成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家庭保持收支平衡越容

易，经济条件越好。
（２）居民的生活满意度。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总的来说，您对自己现在整体生活状况的

满意程度是？”，将选项“完全不满意” “非常不满意” “比较不满意” “无所谓满意不满意” “比较满意”
“非常满意”和“完全满意”分别赋值 １～７ 分，生成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越高。

４．控制变量。 根据既有研究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因素的分析结果，本研究设置了受访居

民性别、年龄、年龄平方、教育水平、职业类型、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个人年收入、家庭年收入、房产、车
辆、社会医疗保险、社会养老保险、所在地区、所在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和城乡这 １６ 个控制变量。 模型中

各变量的部分描述性统计情况见表 １。

四、研究结果

（一）描述性统计

表 ２ 展示了中国居民的整体健康状况以及不同健康水平的居民的群体特征。 整体而言，中国居民

的健康状况处于中等水平，约 ５０％的居民报告“比较健康”和“很健康”，也有约 ２０％的居民报告“比较

不健康”和“很不健康”。 居民的健康状况首先直接受到年龄的影响，越年轻的居民健康状况越好。 此

外，健康状况越好的居民，本科及以上学历的比例更高，平均年收入更高，家庭收支平衡情况更好，生活

满意度也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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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１　 各变量说明和描述性统计

变量属性 变量名称 平均值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

因变量

主观阶层认同 ４．１４ 最大值＝ １０，最小值＝ １，标准差＝ １．７０
阶层认同偏移 － １＝阶层认同下移（１７．２０％），０＝阶层认同没有下移（８２．８０％）
阶层流动感知 － １＝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１０．６６％），０＝没有（８９．３４％）
阶层流动预期 － １＝有阶层向下流动预期（６．７７％），０＝没有（９３．２３％）

自变量 健康资本 ３．４８ 最大值＝ ５，最小值＝ １，标准差＝ １．０９

中介变量
家庭收支平衡 ３．０１ 最大值＝ ５，最小值＝ １，标准差＝ ０．９５
生活满意度 ４．８７ 最大值＝ ７，最小值＝ １，标准差＝ １．０５

控制变量

性别 － １＝男（４８．０２％），０＝女（５１．９８％）
年龄 ５１．２３ 最大值＝ １０３，最小值＝ １８，标准差＝ １６．３２

年龄平方 ２８９１．３８ 最大值＝ １０６０９，最小值＝ ３２４，标准差＝ １６９４．４０
教育水平 ９．１１ 受教育年限（年），最大值＝ １９，最小值＝ ０，标准差＝ ４．７７

职业类型 － １＝无工作（４０．８５％），２＝务农（１９．０８％），３＝非农受雇（２５．６４％），４ ＝个体
自雇（１３．４８％），５＝其他（０．９５％）

政治面貌 － １＝中共党员（１１．８０％），０＝非中共党员（８８．２０％）
婚姻状况 － １＝已婚（７７．８７％），０＝未婚、离婚、丧偶（２２．１３％）

个人年收入 ８．１５ 个人年收入（元）剔除前 ０．５％和后 ０．５％的数值后，加 ０．１ 再取对数，最大
值＝ １３．１２，最小值＝ －２．３０，标准差＝ ４．５２

家庭年收入 １０．３４ 家庭年收入（元）剔除前 ０．５％和后 ０．５％的数值后，加 ０．１ 再取对数，最大
值＝ １３．８２，最小值＝ －２．３０，标准差＝ ２．３２

房产 － １＝有房产（９０．７４％），０＝没有房产（９．２６％）
车辆 － １＝有私家车（２８．５０％），０＝没有私家车（７１．５０％）

社会医疗保险 － １＝参加（９２．６３％），０＝没有参加（７．３７％）
社会养老保险 － １＝参加（７３．２０％），０＝没有参加（２６．８０％）

所在地区 － １＝西部（２３．５６％），２＝中部（２７．８１％），３＝东部（４８．６３％）
省份经济发展水平 ３．４１ 所在省份 ２０１７年 ＧＤＰ（万亿），最大值＝８．９７，最小值＝０．２６，标准差＝２．１５

城乡 － １＝城镇（６３．７１％），０＝乡村（３６．２９％）

　 　 在健康资本与社会经济地位感知方面，自评“很不健康”的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最低，为 ３．０１，而自

评“很健康”的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最高，为 ４．５７，超过所有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平均值 ４．１４。 自评“很
不健康”的居民中，１９．９１％的居民有阶层向下流动感知，１２．３６％的居民预期未来阶层会向下流动，而这

两个比例在自评“很健康”的居民中分别为 ８．２８％和 ４．７１％。 换言之，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有阶层向下

流动感知的比例越高，预期未来阶层向下流动的比例也越高。 上述结果初步表明，健康资本与居民的家

庭收支情况、生活满意度和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之间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表 ２　 居民的健康资本及群体特征

健康资本 占比 ／ （％） 年龄 ／岁 本科及以上 ／ （％） 年收入 ／万 家庭收支平衡

很不健康 ４．３３ ６２．０７ １．１１ ６．０１ ２．２８
比较不健康 １５．９３ ６０．２３ ２．５４ ６．８６ ２．６４

一般 ２５．８６ ５４．１２ ７．３７ ８．２５ ２．９７
比较健康 ３５．６３ ４８．６２ １４．１０ ８．６８ ３．１５
很健康 １８．２４ ４１．２８ １９．５３ ８．５６ ３．２７

健康资本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下移 ／ （％） 向下流动感知 ／ （％） 向下流动预期 ／ （％） 生活满意度

很不健康 ３．０１ ６．０２ １９．９１ １２．３６ ４．２３
比较不健康 ３．６１ ６．４５ １３．９３ ７．８４ ４．５７

一般 ３．９５ １３．７７ １１．４４ ８．４１ ４．７８
比较健康 ４．４２ １６．８３ ８．７３ ５．４８ ５．０１
很健康 ４．５７ ２０．０８ ８．２８ ４．７１ ５．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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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３　 健康资本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变量名称
（１） （２） （３） （４）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下移 向下流动感知 向下流动预期

健康资本
０．２７３∗∗∗ －０．２２７∗∗ －０．２３０∗∗∗ －０．１０１∗∗

（０．０１６） （０．０３７） （０．０３３） （０．０４１）

男性① －０．２３１∗∗∗ ０．４４２∗∗∗ ０．１５８∗ ０．１３４
（０．０３３） （０．０６９） （０．０６８） （０．０８５）

年龄
－０．０２７∗∗∗ ０．０１９ ０．０１５ ０．１５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１）

年龄平方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０）

教育水平
０．０４２∗∗∗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２∗∗∗ ０．０５０∗∗∗

（０．００５）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２）

务农② －０．１３３∗∗ －０．１７７ －０．２１６∗ ０．００３
（０．０５１） （０．１６４） （０．１０８） （０．１２５）

非农受雇②
－０．００６ －０．０６６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０
（０．０５２） （０．１０９） （０．１０８） （０．１４０）

个体自雇②
－０．０４５ －０．１６３ －０．１４１ －０．０４８
（０．０５８） （０．１２５） （０．１２４） （０．１６１）

其他工作②
－０．２２４ ０．２８１ －０．５８２ －０．２８２
（０．１６４） （０．２９０） （０．４３０） （０．５２３）

中共党员③ ０．２３０∗∗∗ －０．１１１ ０．１１５ ０．２８３∗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５） （０．１０４） （０．１１８）

已婚④ ０．１４１∗∗∗ －０．１４８ －０．３１４∗∗∗ －０．０８２
（０．０４２） （０．０８９） （０．０８２） （０．１０８）

个人年收入
０．０７７∗∗∗ －０．０８６∗ －０．０２２ ０．０３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３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２２）

家庭年收入
０．００９∗ １．９６１∗∗∗ －０．０１２ －０．００５
（０．００４） （０．０７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有房⑤ ０．３１１∗∗∗ －０．６１０∗∗∗ －０．１１８ ０．２６３
（０．０５５） （０．１０６） （０．１０９） （０．１６３）

有车⑥ ０．４４６∗∗∗ －０．６２５∗∗∗ －０．０５７ －０．０２３
（０．０３８） （０．０７９）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３）

有社会医疗保险⑦ ０．１６１∗ ０．１１４ －０．２３８ －０．１７１
（０．０６４） （０．１５０） （０．１２４） （０．１６７）

有社会养老保险⑧ ０．０８８∗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１２
（０．０４０） （０．０９４） （０．０８４） （０．１０７）

中部地区⑨ ０．０１６ －０．２１２ ０．３６０∗∗∗ ０．２３０∗

（０．０４５） （０．１１９） （０．０９７） （０．１１６）

东部地区⑨
－０．０７３ ０．４０６∗∗∗ ０．３３２∗∗ ０．１６８
（０．０４８） （０．１０８） （０．１０４） （０．１２７）

经济发展水平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７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２４）

城镇�I0 ０．０８０ －０．００９ ０．０３９ －０．１１７
（０．０４２） （０．１０６） （０．０８８） （０．１１０）

样本数量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１０７ １０１０７
拟合优度 ０．１４２ ０．３６７ ０．０２５ ０．０５８

　 　 注：（１）中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２）中括号中为系数估计的标准误；（３）中①
参照组为女性，②参照组为没有工作，③参照组为非中共党员，④参照组为其他（未婚、离婚
或丧偶），⑤参照组为无房，⑥参照组为无车，⑦参照组为无社会医疗保险，⑧参照组为无社
会养老保险，⑨参照组为西部地区，�I0参照组为农村。

　 　 （二）多元回归分析

表 ３ 报告了健康资本与

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回

归分析结果。 模型（１）首先

考察自变量健康资本对居民

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结果表

明，健康资本对居民的主观阶

层认同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健
康资本越高的居民，主观阶层

认同越高，越倾向于认为自己

在社会阶层中处于较高的位

置；反之，健康资本越低的居

民，主观阶层认同越低，假设

１．１ 得到验证。 由模型（２）的
结果可知，健康资本越低的居

民，出现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

概率也越大，这一结果支持了

假设 １． ２。 模型 （ ３） 和模型

（４）考察健康资本对居民阶

层向下流动感知及预期的影

响，结果显示，在控制其他变

量的情况下，健康资本越高的

居民，出现阶层向下流动感知

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概率

越小。 换言之，居民的健康资

本越低，产生阶层向下流动感

知及预期未来社会阶层还会

向下流动的概率越大，假设 ２．
１ 和假设 ２．２ 得到验证。

（三）内生性处理：工具

变量法

上述实证分析中可能存

在互为因果的内生性问题。
例如，吴青熹和陈云松的研究

发现，主观阶层认同越高的群

体，通常报告的自评身体健康

状况也越好［３８］，而这将导致

估计结果的偏误。 为解决这

一问题，本研究使用居民每周

进行 ３０ 分钟以上且会出汗的

体育锻炼活动的次数作为居

民健康资本的工具变量。 居

民进行体育锻炼的次数与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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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身体素质和健康资本直接相关，但不会对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直接的影响，符合作为工具变量

的基本条件。 然后，本研究借助两阶段最小二乘模型（２ＳＬＳ）和两阶段 Ｐｒｏｂｉｔ 模型重新进行估计健康资

本对居民主观阶层认同情况的影响，回归结果如表 ４ 所示。
表 ４　 工具变量回归：健康资本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

变量名称
（１） （２）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下移
ＩＶ－Ｒｅｇ ＩＶ－Ｐｒｏｂｉｔ

健康资本 １．７０４∗∗∗ －０．５９９∗∗

（０．２３４） （０．２１２）
控制变量（同表 ３） ＹＥＳ ＹＥＳ

样本数量 ９５１０ ９５１０
一阶段估计 Ｆ 值 １４７．５３ １３９．６２

沃尔德检验 － ５．２２∗∗

豪斯曼检验 １１０．８６∗∗∗ １７１．０６∗∗∗

　 　 注：（１）中∗Ｐ＜０．１， ∗∗ Ｐ＜０．０５， ∗∗∗Ｐ＜０．０１；（２）中括
号内为系数估计的标准误。

一阶段估计的 Ｆ 值均大于 １０，说明本研究选择

的工具变量不存在弱工具变量的问题。 沃尔德检验

的 Ｐ 值小于 ０．０１，说明自变量健康资本存在内生性。
豪斯曼检验的 Ｐ 值也都小于 ０．０１，在 １％显著性水平

下拒绝“健康资本变量是外生的”这一原假设，说明

普通最小二乘回归的结果和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存

在显著差异，使用工具变量法得到的估计结果更加准

确。 工具变量回归的结果表明，在修正了内生性偏误

后，健康资本依然会对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

的正向影响，健康资本越高的居民，主观阶层认同越

高，出现阶层认同下移的概率越小。 上述结果说明本研究所得结论是较为可靠的。

表 ５　 倾向得分匹配：健康资本与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主观阶层认同

最近邻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４．４７１ ３．９８３ －０．４８８ ０．０５３ －９．１４∗∗∗

核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４．４７１ ３．９８０ －０．４９１ ０．０４２ －１１．７８∗∗∗

半径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４．４７１ ３．９８４ ０．４８７ ０．０４２ １１．５９∗∗∗

阶层认同下移

最近邻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１９９ ０．２５５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２ ４．４４∗∗∗

核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１９９ ０．２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 ５．８０∗∗∗

半径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１９９ ０．２５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０９ ５．８２∗∗∗

向下流动感知

最近邻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０８６ ０．１１８ ０．０３２ ０．０１０ ３．１８∗∗∗

核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１ ０．００８ ５．１７∗∗∗

半径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０８６ ０．１２７ ０．０４２ ０．００８ ５．１９∗∗∗

向下流动预期

最近邻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８ １．８６∗

核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０７ ２．４５∗∗

半径匹配
健康 一般或不健康 平均处理效应 标准误 Ｔ 值
０．０５２ ０．０６７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２．２３∗∗

　 　 注：∗Ｐ＜０．１， ∗∗ Ｐ＜０．０５， ∗∗∗ Ｐ＜０．０１。

（四）倾向得分匹配

现有的回归结果还可能受到样本选择偏误的影响，不同居民拥有不同的健康资本的概率（倾向值）
不同。 例如，由于生活方式、社会资本和医疗资源等的差别，处于不同客观阶层位置的居民的健康状况

本身就存在较大的差异。 换言之，健康资本对居民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可能一定程度

上体现的是居民的客观阶层地位对其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流动感知的影响。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研

究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重新进行估计。
具体而言，就是将居民根据

其健康状况分为健康（包括很健

康和比较健康）和一般或不健康

（包括一般、比较不健康和很不

健康）两组，前者为对照组，后者

为处理组。 在处理组和对照组之

间，将既可能影响居民的健康资

本，也可能影响居民的社会经济

地位感知的协变量（即本文回归

模型中设置的所有控制变量）匹
配一致，使得这些协变量在处理

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存在显著差

异。 在此情况下，通过处理组与

对照组在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流

动感知中的差别来考察健康资本

与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之间

的因果关系。
倾向得分匹配可以通过多种

方法来实现，本研究采用最为通

用和常见的最近邻匹配、核匹配

和半径匹配三种方法进行处理，
以更好地检验上述回归结果的稳

健性。 匹配后的结果显示，各个

混淆变量的标准化偏差都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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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以下，并且大多数混淆变量的均值在控制组和对照组之间不再有显著性差异，说明匹配后的样本通

过了平衡性检验，样本选择偏误问题得到了有效控制。 倾向得分匹配的结果如表 ５ 所示，健康状况为一

般或不健康的居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低于健康的居民，产生阶层认同下移、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

向下流动预期的概率又显著大于健康的居民。 这一结果再次支持了假设 １．１、假设 １．２、假设 ２．１ 和假设

２．２。
（五）稳健性检验

本研究采用三种方法来检验上述结果的稳健性。
第一，改变自变量的测量方式。 本文用于测量居民健康资本的指标是居民的自评身体健康状况，带

有一定的主观性。 所以，本研究改用客观上居民过去一年的住院次数来测量其健康资本。 住院次数越

多，说明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差，健康资本越低，反之，住院次数越少，说明居民的健康状况越好，健康资本

越高。 本研究采用新的变量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

更低，出现阶层认同下移和阶层向下流动感知的概率也显著更大，与前面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第二，改变因变量的测量方式。 首先，改变客观阶层地位的测量。 本研究根据居民的职业计算了居

民的“标准国际职业社会经济地位指数（ＩＳＥＩ）”，这一指数采用国际标准化职业分类体系，并综合考虑

了居民的教育和收入，能够较为全面地反映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具有国际权威性和代表性。 在此基础

上，参考李强和王昊的做法［３７］，将 ＩＳＥＩ 指数为 ３０ 及以下的居民编码为“１”（下层），将 ＩＳＥＩ 指数为 ３１～
４０ 的居民编码为“２”（中下层），将 ＩＳＥＩ 指数为 ４１～６６ 的居民编码为“３”（中层），将 ＩＳＥＩ 指数为 ６７～８０
的居民编码为“４”（中上层），将 ＩＳＥＩ 指数为 ８１ 及以上的居民编码为“５”（上层），构建新的客观阶层分

类变量，并据此生成新的阶层认同偏移变量，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 结果显示，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出
现阶层认同下移的概率越大，与前面的回归结果是一致的。 其次，改变主观阶层认同的测量。 本研究通

过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综合来看，在目前这个社会上，您本人的社会经济地位属于？”，测量居民

的主观阶层认同，将答案“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和“上层”分别赋值 １ 分到 ５ 分，生成连续变

量，得分越高，说明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越高。 同时，也根据新的主观阶层认同变量生成新的阶层认同

偏移变量。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采用新变量重复前面的回归步骤，结果显示，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主观

阶层认同依然显著更低，出现阶层认同下移的概率依然显著更大。
第三，由于客观阶层地位处于最下层的居民不会产生阶层认同下移，所以，本研究剔除了客观阶层

地位为下层的 ５１２１ 个居民样本，使用剩余的 ４９８６ 个居民样本重新考察健康资本对居民阶层认同偏移

的影响。 结果显示，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出现阶层认同下移的概率依然显著更大，与文中分析所得的

结果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本研究所得结果具有稳健性，是比较可靠的。
（六）机制分析：中介效应检验

本研究进一步使用 Ｓｏｂｅｌ 检验、ＫＨＢ 分解和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考察健康资本对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影

响机制，包括客观层面的家庭收支平衡和主观层面的生活满意度两个机制，结果如表 ６ 所示。 Ｓｏｂｅｌ 检
验结果显示，家庭收支平衡和生活满意度对因变量的中介效应的 Ｐ 值均小于 ０．０１，说明中介作用是显

著存在的。 ＫＨＢ 分解结果同样显示，居民的健康资本对其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认同下移的影响分别有

２８．５１％和 ３６．７％可以通过家庭的收支平衡情况来解释，有 １６．７８％和 ２６．２６％可以通过居民的生活满意

度来解释，中介效应显著，且对总效应的贡献度较高。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方法的检验结果也显示，家庭收支平衡

和生活满意度对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认同偏移的中介效应的 ９５％置信区间都不包括 ０，并且 Ｐ 值小于

０．０５，说明存在间接作用，中介效应的说法成立。
综上所述，较低的健康资本会在客观层面破坏家庭的收支平衡，降低家庭的经济生活水平，主观层

面削弱居民的生活满意度，进而对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假设 １．３ 和假设 １．４ 得到

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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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６　 家庭收支平衡和生活满意度的中介效应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下移 主观阶层认同 阶层认同下移
家庭收支平衡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生活满意度 Ｓｏｂｅｌ－Ｇｏｏｄｍａｎ Ｍｅｄｉａｔｉｏｎ Ｔｅｓｔｓ

Ｓｏｂｅｌ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５∗∗∗ Ｓｏｂｅｌ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

Ｇｏｏｄｍａｎ－１ （Ａｒｏｉａｎ）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５∗∗∗ Ｇｏｏｄｍａｎ－１ （Ａｒｏｉａｎ）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 ０．０８２∗∗∗ －０．００５∗∗∗ Ｇｏｏｄｍａｎ－２ ０．０４９∗∗∗ －０．００４∗∗∗

ＫＨＢ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ＫＨＢ Ｄｅｃｏｍｐｏｓｉｔｉｏｎ
总效应 ０．２９１∗∗∗ －０．２８５∗∗∗ 总效应 ０．２９０∗∗∗ －０．２４９∗∗∗

中介效应 ０．０８３∗∗∗ －０．１０５∗∗∗ 中介效应 ０．０４９∗∗∗ －０．０６５∗∗∗

贡献率 ２８．５１％ ３６．７％ 贡献率 １６．７８％ ２６．２６％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２０００ｒｅｐｓ Ｂｏｏｔｓｔｒａｐ Ｒｅｓｕｌｔｓ － ２０００ｒｅｐｓ

＿ｂｓ＿１ ９５％置信区间（Ｐ）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３］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２］＿ｂｓ＿１ ９５％置信区间（Ｐ） ［０．０３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ｂｓ＿１ ９５％置信区间（ＢＣ） ［０．０６４， ０．１０２］ ［－０．００７， －０．００１］＿ｂｓ＿１ ９５％置信区间（ＢＣ）［０．０３４， ０．０６４］ ［－０．００６， －０．００２］

＿ｂｓ＿１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３ ＿ｂｓ＿１ Ｐ－ｖａｌｕｅ ０．０００ ０．００２
　 　 注：∗ Ｐ＜０．１，∗∗Ｐ＜０．０５，∗∗∗Ｐ＜０．０１。

（七）异质性分析与进一步讨论

健康资本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在不同群体中可能存在一定的差异。 因此，本研究进行

了分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平的异质性检验①。 结果显示，就不同性别群体而言，健康资本对男性和女性

的主观阶层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本研究继续使用基于似无相关模型的检验方法（ＳＵＥＳＴ）检验分

组回归后的组间系数差异，结果显示，健康资本与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回归系数在男性样本和女性样本

之间有显著的差异（Ｐ＜０．１），健康资本对女性主观阶层认同的影响显著高于男性。 在不同年龄群体之

间，健康资本对 ４５ 岁以下和 ４５ 岁及以上的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并且对 ４５ 岁及

以上的居民的影响显著更大（Ｐ＜０．０５）。 从教育水平来看，健康资本对本科以下学历和本科及以上学历

的居民的主观阶层认同都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且这种影响没有显著的组间差异。 上述结果也说明，健康

资本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是普遍的，本研究所得的结果具有较强的稳健性。
最后，本研究进一步考察了居民的心理健康与其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之间的关系②。 根据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问卷中的问题“在过去的四周中，您感到心情抑郁或沮丧的频繁程度是？”，将选项“总是” “经常” “有
时”“很少”和“从不”分别赋值 １ 分到 ５ 分，生成连续变量，得分越高，说明居民的抑郁、沮丧情绪越少，
心理健康状况越好。 然后，本研究将心理健康作为自变量（最大值＝ ５，最小值 ＝ １，平均值 ＝ ３．８０），重复

了前面的回归步骤。 结果显示，心理健康对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心理健康状

况越好的居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更高，产生阶层认同下移、阶层向下流动感知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概

率显著更小，与正文中身体健康状况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是一致的。 这一结果也再次支持

了本研究的核心假设，验证了健康资本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重要影响。

五、结论与讨论

健康既是社会不平等的结果，也是影响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重要因素。 本研究采用 ＣＧＳＳ ２０１７
数据考察健康资本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发现健康资本越低、健康状况越差的

居民，主观阶层认同显著更低，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概率显著更大。 机制分析表明，家庭收支平衡和生

活满意度对健康资本和居民主观阶层认同的关系起部分中介作用，健康资本会影响居民及其家庭的劳

动力供给、收入和消费，显著改变居民的家庭收支平衡和生活满意度，进而影响其主观阶层认同。 此外，
健康资本越低的居民，产生阶层向下流动感知和阶层向下流动预期的概率也显著更大。 异质性检验显

示，健康资本对居民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影响在女性和 ４５ 岁及以上的中老年群体中更加突出。
理论层面，第一，区别于现有研究在经济学范畴内对健康资本带来的经济增长效益的关注，本研究

考察健康资本对居民的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作用，揭示了健康资本的社会性影响；第二，区别于现有研

究从客观阶层地位出发对居民健康不平等的产生原因和机制的讨论，本研究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感知

的角度揭示了居民的健康资本对社会分层和社会流动的反向影响。 一方面，健康作为个体长期的社会

①②　 篇幅所限，相关回归结果表格不做展示，感兴趣的读者可向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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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地位和生活方式在身体素质层面的具象化，是居民的社会阶层与生活机会的象征性符号，塑造着居

民的主观阶层认同和阶层流动感知；另一方面，健康资本作为个体人力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效能发挥

的前提，直接关系到个体的工作机会和职业发展，与个体的收入、消费水平、消费结构和财富积累密切相

关，深刻影响着个体的市场竞争能力和地位获得能力。 在“健康中国”的战略背景和人口老龄化的社会

背景下，健康资本对中国居民的重要性日益增强，与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文化资本等其他类型资本一

样，对个体发展、社会进步和社会结构变迁有着深远的影响。 本研究所得结论弥补了现有研究文献的不

足，也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社会分层和健康不平等的研究视野。
实践层面，本研究所得结果有一定的政策启示。 健康是个体追求社会地位、实现全面发展的根本性

支撑，也是个体主观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的基础，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民小康。 中国的《“十四

五”全民健康规划》指出，要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加快实施健康中国行动。 中国应当不断深化医疗

体系改革，推动医疗资源分布的均衡化，提高社会各个阶层群体的医疗服务和医疗资源可得性，同时加

强医疗保障体系建设，降低医疗费用，促进医疗公平。 此外，还要不断培养居民的健康意识，倡导和推广

健康的生活方式，提升居民的健康素养，提高全民健康水平，从而为居民的幸福和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奠

定健康根基。
最后，由于数据限制，本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 其一，本研究采用自评健康作为居民健康资本

的测量方式，可能存在一定的偏差，本研究在稳健性检验部分采用客观层面的住院次数进行了一定的修

正和完善，后续研究或许可以借鉴专业的医学量表和医学指标，结合居民的心理健康状况，对居民的健

康资本进行更加科学和全面的测量；其二，本研究使用的数据是横截面数据，无法进行动态面板数据分

析，追踪居民的健康资本和社会经济地位感知的变化情况，可能会影响到因果关系的识别精度。 这些都

有待未来的研究进一步探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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